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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重要论述与新中国７０年
经济理论问题纲要

裴长洪，许光伟

［关键词］　习近平重要论述；新中国７０年；经济理论问题
［摘　要］　习近平在 《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是我
们总结和评价新中国成立７０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理论的指导和遵循。在党的
经济思想和理论认识上，新中国前３０年和后４０年也存在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存在 “不可割裂”的内在逻
辑。总结新中国７０年党在经济思想和理论认识上的继承与创新关系，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客观要求。概括起来说，新中国７０年党在经济思想和理论认识上的继承与创新关系主要有以下八
个方面：（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题， （２）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 （３）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４）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制度，（５）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利益主体的协调，（６）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建设，
（７）社会主义的对外经济联系，（８）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作者简介］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１００８３６）；许光伟，南京审计
大学新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江苏 南京２１１８１５）。

引言：总结新中国７０年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习近平在 《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论，深刻阐述了新中国成立７０年前后两个历史阶
段的内在联系和重要区别，这是我们总结和评价新中国成立７０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
理论认识的指导和遵循。
文章指出：“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

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① 就是说，新中国前３０年和后４０年两个历史时期都有共同点，都有一致
性，因此前后两个时期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只有说明这两个时期的继承与创新关系，才能说明７０年整体的 “不可
割裂”的内在逻辑。
无产阶级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以及继承与创新，从来就不否认

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别。例如，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通

①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２０１９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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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是两国革命的一致性，但是，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是城市工人武装起义的道路夺取政权，中国革命
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两者的重大差别并不能割裂两国革命具有相同性的一面，并不能割裂指导两国革命实
践活动的思想理论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性和一致性。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任何一个民族和民族国家，其历史的继承性都是绵延不绝的，当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可
能发现历史的遗迹，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是从中国五千年历史中走过来的文明。当然，生产力的发展和
社会制度的变迁、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进步、民族融合和文明的交流，使得这种历史的继承性呈现领域不同、程度不
同、强弱不同，从而也使创新性更加丰富多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继承性有一个特定的、本质的规定性，

那就是正如习近平在文章中指出的，“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① 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一个是社会主义，这两个本质的规定性是新中国前
后两个时期继承与创新关系的基本内在逻辑。

从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出发来审视新中国７０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与理论认识，新中国７０年党
的经济思想和理论认识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八个方面的继承与创新关系。

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题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目标，是要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国家，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中国梦，也
是中国共产党人 “经济理论”最基础的命题。毛泽东的目标是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
的现代化强国，使之以崭新的先进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鉴于国民经济恢复工作 “提前实现预定目标”，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
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② 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所作
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 “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
防”。③ 这是对 “四个现代化”概念所作的最早表述。

党执政后所制定的第一部党章，即中共八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规定：（１）党的任务是有计划地发
展国民经济；（２）以最快速度实现国家工业化；（３）国民经济技术改造：务必确保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４）目
标是 “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创和实践 “四个现代化”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伟大创举，在遭受 “文革”干扰下，

周恩来依然在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 “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而且毛泽东审定同意了这个
报告。

“文革”结束后，党的八大提出的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表述重新出现在中共十一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
党章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④ 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
相继提出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规划了长远图景。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
提出了 “新时代”现代化两步走战略，⑤ 它使中国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目标更具备了时代特征和实践意义。

从上述文献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愿望和梦想，是新中国７０年前后两个

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２０１９年第７期。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８２０页。
《周恩来经济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７６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６２页。

第一步从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２０３５年到２１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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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一致的追求，其理论认识的一致性和行动目标的一致性都是无可置疑的。因此，这也是新中国经济
理论第一个前后一贯的理论认识命题。
尽管愿景和目标是明确的，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是什么样，现代化国家是什么样，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理论认识

面前十分陌生的课题。在帝国主义西方国家的封锁环境下，中国人的目光只能朝苏联看，而苏联在２０世纪上半叶取
得的经济建设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在１９３７年，苏联通过两个五年计划快速实现了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产值，
国家工业化基本完成；二战结束后１９４６至１９５０年，其经济增长率达到年均１１．９％，“五五”时期保持至年均１１．３％
水平。① 高速的经济增长使苏联在战后十年内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经济、科技、军事大国。苏联现代化在当时
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中国现代化无可替代的学习榜样。因此毛泽东说，“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
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②

苏联的现代化国家成为中国现代化国家的参照，必然使毫无建设经验的中国人在怎样建设现代化国家问题上陷入
路径依赖。苏联的建设经验是适合苏联当时国情的。苏联的经济体制特征是单一公有制，采取城市国有企业和乡村集
体农庄制度；宏观经济管理的特点是：（１）重视计划是其最核心的发展理念，整个国家的生产、生活，供给和消费都
被计划囊括在内；（２）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其基本发展战略；（３）偏重积累，不断提高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集中
国家财力和物力从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以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新中国经济建设学习苏联经验并非毫无意义和成效。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工业化开始起步，为了支持中国１５６个

大型工业项目的建设，苏联给予中国６６亿旧卢布的有息贷款 （按当时汇率折１６．５亿美元）。③ 这个数额超过了美国
在二战后援助德国 “马歇尔计划”的１４．５亿美元，此外还有苏联专家的技术援助。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紧随其
后，提供了总价值３０．８亿卢布的技术设备。加上其他渠道，合计有２４亿美元的外国资本参与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
启动。加上农业向工业化提供的大量积累，使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１９５０—１９７７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达

１１．２％ （仅次于日本的１２．４％），高于苏联和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虽然国家积累比例偏高，人民消费比例偏低，重
工业发展较快，轻工业和农业发展偏慢，广大人民群众普遍不富裕，但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我国已经基本建成独立自
主的工业体系，取得 “两弹一星”等尖端科技攻关的成果，为后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工业化基础。
中国从苏联获取了资金、技术以及管理企业和经济的经验，同时也学习复制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管理的体制

机制。尽管在新中国前３０年历史中，这个体制机制基本框架没有发生变化，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本人
以及中国经济理论界都对苏联发展模式提出过质疑和讨论，在许多重要著述和文献中，例如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 《论十
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及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文献，都有许多记载。同时，中国经济学界也
就这个问题，以及两大部类生产、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展开过热烈讨论。④ 这表明，无论与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还是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中国人对自己在怎样建设现代化国家问题上的认识都是独到和空前深刻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中国有机会更广泛学习和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经验，有机会反思苏联体

制机制模式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矛盾，有机会比较不同所有制结构和不同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效率，从而为中国共产
党人和经济理论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实践和思想认识创造了历史性契机。新中国后４０年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
在怎样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课题上，做出了新的回答，创造了新的更大辉煌。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这
一历史性主题上，新中国７０年在建设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是前后一致性的继承关系，在怎样建设现代化国家这个
问题上，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①

②

③

④

王金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七十年———苏联经济发展史》，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９９－２００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４８１页。

沈志华：《关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参见武力、温锐：《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工业化的 “轻、重”之辨》，《经济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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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

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最大化和资本所有者利润最大化。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是什么？

邓小平回答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

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第一个特点。在这个问题上，新中国前３０年和后４０年，党的指导思想是始终
一致的。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就阐述了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中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此推进中国社会的
前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充分认识到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意义。在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草案》（１９５４年６月）、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１９５７年２月）和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１９５７年７月）的讲话中，他提出了社会主义 “建立”和 “建成”发展阶段的区别，并指出目前的社会主义刚刚建立，

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建成。

１９５７年２月，毛泽东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
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② 即便在 “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情况下，毛泽东也强调 “抓革命、促生
产”。正是由于他始终重视发展生产力，周恩来总理才有可能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为恢复正常秩序、维持国民经济
运行做出一定程度的有效努力。１９７５年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工作，也是运用毛泽东重视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来号召全
党，才有可能使国民经济整顿工作有效进行。他在其指导制定的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说：“区别真假马
克思主义和真假社会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
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到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的这个标准来衡量。”③

这说明，邓小平关于生产力标准的阐述，正是对毛泽东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尽管在怎样发展生产力的路径上有许多失误，但重视发展生产力的指导思想始终占据支配地

位，因此才有可能使新中国前３０年的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历史性的空前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１９４９年中国
工农业总产值只有４６６亿元人民币，经过三年经济恢复，１９５２年达到８１０亿元，比１９４９年增长了７３．８％；１９５３年制
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７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１　３６０亿元人民币，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６７．８４％；第二个五年计划期
间，中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不切实际的大跃进，导致经济发展停滞，１９６２年工农业总产值为１　４０６亿元，只比

１９５７年增长３．４％；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是三年恢复时期，１９６５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２　１８５亿元，比１９６２年增长了５５．４％；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进入 “文化大革命”时期，但１９７０年工农业总产值也达到了３　４５４亿元，比１９６５年增长了

５８％；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４５．３％，１９７５年达到５　０１８亿元；１９７６年遭受 “四人帮”严重破
坏，工农业总产值只比上年增长１．７％；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０年是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后四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国
家政治经济生活恢复正常，国民经济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四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９．４５％，１９８０年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达到７　３１８亿元人民币。整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国在ＧＤＰ增长速度方面达到世界第８～９位。在１９４９—

１９７８年间，中国在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保持了７．３％左右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自１９８０年
开始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我国经济规模分别超越英法德，成为世界第三大工业国。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确实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我们不能由此来否定毛泽东曾经阐述过的发展生产力的正确
思想。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④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
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⑤ 应该说，邓小平理论中的生产力思想，江泽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 “先进生

①

②

③

④⑤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７３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１８页。

转引自程中原、夏杏珍：《前奏：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６３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９８、３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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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发展要求的观点，科学发展观中如何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进一步发
展生产力的观点，都是对毛泽东 “正确的生产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 “第二个特点”是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从理论表述和党的宣传工作上，

我们很难找到前３０年和后４０年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在经济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经济政策和实践效果来看，两者
确实有很大差别。
新中国前３０年，为了工业化快速发展，农业实行集中统一的集体经济，实行农产品征购和计划价格，中国最广

大的乡村人口为工业化承担了巨额劳动和资金积累。一项研究表明：１９７８年前，在全国９　０００亿的国有固定资产中，
可测算出前２０年的农业集体化大约提供了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亿元的积累资金。① 另一项研究则表明：“三农”在新中国６０
年的建设中总共向城市提供了１７．３万亿元的积累资金。② 与此相对应的是，城市实行严格的户口准入制度，实行低
工资就业和各类食品、消费品的配给制，从而导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程度缓慢。尽管前

３０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但是社会矛盾并不突出，原因是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别较小，全国人民普遍都不富裕。
到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现象被曲解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现象，甚至提出了 “穷革命、富变修”的错误观点，
从而使曲解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错误认识被固化。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需要丰富的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振聋发聩地提出，社会
主义绝不是 “共同贫穷”，强调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共同富裕。但是，在一个国土广袤、
人口众多、城乡、区域有很大差别的国家实现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同时富裕，因此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让一部分地
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性构想和工作路线。从而恢复、丰富和完善了社会主义经济本
质的理论。邓小平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的表述 “小康社会”，以及后来的 “全面小康社会”，习近平提出的让人民群
众有 “获得感”的语言都生动表达了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思想。
总结以上，我们可以认识到，新中国后４０年，在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认识方面具有很大的创新性，并且主

要体现在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认识问题上，以及怎样实现共同富裕这个问题上。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总结历史，
为什么毛泽东等第一代党的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有忽略、有不足，应当说有客观、主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的原因
是，世界形势处于冷战时期，存在战争威胁的严峻性；国情又是人口多、底子薄、需要快速工业化，不得不降低人民
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预期；特别是在苏联断绝对我国的援助后，我们只能一切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兼顾国家发展
和人民生活经常处于两难境地。主观原因是，毛泽东领导我党２８年武装斗争的历史，最终的胜利主要依靠群众的力
量和精神的力量，以弱胜强、以小米加步枪战胜飞机大炮。这使毛泽东等党的领导过于相信精神的反作用力量，忽视
物质的第一性、基础性作用，而且不恰当地、过度地把军队这种高度组织化、职业化群体，把在战争中生死存亡危险
境地下的精神力量作用照搬到和平建设中的普通百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来，因此不可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这
种精神力量的反作用自然难以达到好的效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我们的和平建设，不讲也不需要这种精神，完全不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所进行的伟大事业和伟大斗争，既要讲 “获得感”，也要讲奉献精神。

三、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探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特别是探寻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具有一般性、
普遍性的学理意义。所谓潜在的经济增长率，简单地说，就是假定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要素获得合理报
酬、特别是资本要素获得最优先报酬的条件下，由全要素生产率决定的可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为实现这种潜在的经
济增长率，需要合理配置资源，从而达到帕累托效率改进。围绕这个命题，古典经济学理论即市场自由竞争理论与凯

①

②

武力：《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中国 “剪刀差”差额辨正》，《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孔祥智、何安华：《６０年来我国农民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分析》，《中国农村科技》２００９年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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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经济学理论即市场失灵、政府干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新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在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干预关
系上的不同认识，共同形成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这是西方知识精英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规律的
最重要成就，其中含有很大的合理成分。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当然不可能接触到这些西方经济学说，但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认识

事物的规律是从实际出发。首先，他十分重视对国情的研判。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的中心
工作从乡村转向城市，从军事斗争转向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时候，毛泽东就告诉全党，经济建设工作的出发点就是
要充分认识我国是一个工业比重只占１０％、农业和手工业占９０％的贫穷落后的国家，这是我们认识生产力发展规律
的前提。
其次，毛泽东强调认识社会主要矛盾。一是认识到作为发展动力的矛盾，同样客观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

二是认识到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三是认识到矛
盾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通过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和性质来达到。
再次，毛泽东把发展国家科技实力称为伟大的技术革命并把它与社会政治革命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从中可看出

他对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作用的重视。新中国诞生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即亲自过问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工作。在毛
泽东主持下，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顺利召开 （１９５６年１月），党中央发出了 “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在这次会
议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而努力
奋斗！

毛泽东指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
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① 在 《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强调：“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
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②

复次，毛泽东认为生产力的提高是分阶段实现的。他说，“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
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③ 他还认识到：“要使中国变成
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④ 这个说法形成了毛泽东 “两步走”的规划和设想。⑤ 原先，在所需时间
上，毛泽东最初设想是十五年打下基础，五十年实现现代化。经过 “大跃进”的挫折和三年困难时期，他对这一问题
的考虑变得更加符合实际些。
最后，毛泽东注意到国民经济运行中需要各种关系的平衡。例如毛泽东提出的农、轻、重三个产业的平衡支持后

来陈云提出了综合平衡，“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⑥

毛泽东还说：“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完善的。”⑦ 因而，“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
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⑧ 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
更好地认识规律。出了一点毛病，就以为不得了，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这完全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上述新中国前３０年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我党十分宝贵的思想财富，它直接影响、有的是完全

被后４０年的思想认识所继承。例如，后４０年关于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从中共八大直至十八大我
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中共十五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中国梦、中共十九大关于２０３５年和２０５０年分阶段实现中国现代化强国目标等等，其思想认识和对中国发展生产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０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６１３页。

⑦⑧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２６、１１７、１１８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９０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１２４页。

毛泽东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步骤上，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
系；第二步，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陈云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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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的认识基本上都来源于前３０年。
对科学技术的作用，后４０年对比前３０年有重大的认识飞跃。虽然毛泽东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并且

使 “两弹一星”冲破 “文化大革命”动荡的阴霾，但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确实遭遇了发展挫折。
在科学技术中毛泽东比较偏重国防尖端技术，也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第一
次科学大会，进而提出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他在视察南方时进一步强调：“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
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
快吗？”① 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首次正式提出实施 “科教兴国”的战略。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科
技创新发表了大量重要论述，２０１６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专门编辑出版了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此外，
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互联网技术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运用的思想，直接指导了新时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问题上，新中国后４０年最大的创新和贡献是对资源配置方式和互联网改变人类

生产生活方式的认识飞跃。新中国前３０年，毛泽东意识到市场配置资源的必要性。他指出，社会主义 “需要有一个
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② 还说：“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
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
生产。”③ 这一论述阐明了商品经济并不就是资本主义，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他进一步明确提出：“现在要利用商品
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④ 这一看法不仅突破了把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对
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而且开始克服了把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的局限性。这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有
计划商品经济”论断是一致的。
邓小平也没有接触过西方经济学理论，但是长期的实践经验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素养使他敏锐洞察到市

场配置资源方式的必要性。１９９２年的 “南方谈话”更进一步讲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⑤这个认识飞跃影响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
规律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后来，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决定性作用，
都是邓小平理论的延续和发展。

“互联网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这一最新认识，是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的重要观点。２０１４年２
月，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
刻影响。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习近平呼吁，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 “关键在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开拓发展新境界”，迫切需要
“促进世界范围内投资和贸易发展，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⑦ 是年在向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致贺信中，习近平指出中国正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发展应用将有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智
能化水平，有效增强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能力。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我国正在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
判断，正是基于对信息技术、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运用等新的生产力出现为重要依据的，习近平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的 “新的认识飞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突破性创新。

四、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制度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今天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概括。与新中

①

②③④

⑥

⑦

⑤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７７、３７３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４３６、４３９、４３５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９７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５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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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前３０年相比，有极大的突破和创新，但也仍然是在继承条件和基础上的创新，两者之间的联系仍然是不能割裂的。
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经济是共产党人建党学说的理论基础，以严密的逻辑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灭亡乃是

马克思 《资本论》的基本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
句话：消灭私有制。”① 这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遵循。因此俄国十月革命后，城市消灭了资本家所有制，建
立了代表全民的国家所有制；农村消灭了地主、富农所有制，建立了集体农庄制度。
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制订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即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城市中没收官

僚资本建立国有经济、城市中保护民族工商业。这成为新中国建立后所有制改革的起步。农村中的土地改革在解放区
已经实行，新中国成立后即在全国推行，土地改革完成没有几年，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出现了 “新富农”。为了避
免贫富两极分化的蔓延，中共中央在全国推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农业互助合作属于劳动合作，不涉及土地所有权的
变更。城市中没收了官僚资本并建立了国家所有的国营经济。

没收的官僚资本包括２　８５８个工矿企业、２　４００多家银行，职工总数１２９万人，其中产业工人７５万人。１９４９年的
原官僚资本企业，其工业固定资产占全中国工业固定资产的８０．７％，拥有全国电力产量的５８％，原煤产量的６８％，

生铁产量的９２％，钢产量的９７％，机器及其零部件生产的４８％，棉纱产量的４９％，还掌握了全国铁路和其他大部分
近代化交通运输生产，以及大部分银行和对外贸易。因此，没收官僚资本和建立国有经济，已经使公有制经济基本掌
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主体。② 新中国成立后在各个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在几个月时间内次第完成。这是中
国公有制经济产生的最初形式，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否定了它的产生，也就否定了中国革命。可以说，

从新中国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开始，到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前，中国就已经建立了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存在的基本经济制度。
有了这样的 “家底”，再加上完成了三年的经济恢复，１９５３年党提出了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 “一化三改”，继续推进所有制改革。怎样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党当时的认识是，

唯一正确的道路是 “由目前复杂的经济结构的社会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社会”。③ “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
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④ 这导致了农村中农业合作化运动过快过急，５年时间就从初
级社、高级社向人民公社过渡，集体所有制越搞越大，以至于最后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当时， “一大二公”
的制度安排与不少党的领导干部的认识以及客观原因也有很大关系，除了毛泽东对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底线思维之
外，许多领导干部也向毛泽东反映由于受所有制规模小的限制，阻碍了水源分配、水利建设、山林开发、道路建设等
资源合理配置问题。

对城市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采取了公私合营、资方入股分红的赎买方式，应当说总体是成功的。１９４９年私营工业
产值只有７０亿元，１９５６年的公私合营工业产值达到１９１亿元，增长了１．５倍多。⑤ 陈云１９５６年６月对此评价说：
“企业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变，这在世界上早已出现过，但是采用这样一种和平方法使全国工商界如此兴
高采烈地来接受这种改变，则是史无前例的。”⑥ 但是，受 “单一的” “唯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观念的影响，对１２
万余户小企业、数百万户私营坐商、行商和摊贩统统实行改造，不仅挫伤了这些独立劳动者的积极性，也使国家承受
了很大的负担。
新中国前３０年所有制改革的历史遗产是城市单一的公有制：国有工商业和集体手工业；农村单一的集体经济。

带来的后果是在微观组织中的分配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生产效率难以提高，宏观上全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扭

①

②

③

④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１４页。

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２卷 （上），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５２－５４、３６５页。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４２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７０２页。
《陈云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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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坦率地说，新中国后４０年在所有制改革问题上的突破，并不是由于经济理论的突破，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突破，是实践先行的突破。
在农村，为了克服困难，１９６２年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曾主张农村实行 “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

负盈亏、包产到户），１９７８年安徽省农民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恢复了家庭劳动
和生产。在城镇，由于把个体经济当作 “资本主义自发势力”，１９７８年底只剩１５万人，几乎消灭殆尽。① 但截止到

１９７９年上半年，全国需要安排就业的各类人数高达２　０００多万人。② 而到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间，全国城镇需就业的人数
达到３　７００万人，城镇中的就业压力日益加大，已成燃眉之急。
在很大程度上，城镇所有制改革是从解决就业问题、释放劳动就业压力起步的。１９８０年，关于 《进一步做好城

镇劳动就业工作》的中央文件提出要积极鼓励和扶持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年底，个体经济从业人数已达８１万人。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变发生在１９８１年６月的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指出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尚处于 “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并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
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③ 同年１２月，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在国家宪法中再次得到认可并写入法
条。④ 截至１９８２年底，全国个体经济达２６１万户，从业人员达３２０万。
个体经济不是公有制经济，它是独立劳动者，同时因为没有剩余价值生产，也无法归类于私有制经济，所以被称

为非公有制经济。但是，放开搞活个体经济，必然突破规定的雇工人数而产生私营经济。于是发生了两个典型案例的
争论。一个是安徽省芜湖市的年广久，一个是广东省高要县的陈志雄。邓小平不同意扼杀它，说要看一看。据统计，
从１９８７年开始，我国的私营经济有较大发展，到１９８９年，含私营企业的个体工商户已经有９０　５８１户，从业人员１６４
万，注册资本８４亿元；１９８８年含私营企业的个体工商户增加到１　４５３万户，从业人员２　３０５万人，注册资本３１２
亿元。

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
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⑤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⑥ １９９９年
的 《宪法修正案》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
部分。可见，邓小平说要看一看，实际上是在等待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在实践中被认可的结果，等待实践解
决现实问题的结果。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允许包括私有企业的非公有制经济存在，仍然是个需要解释的理论问题。
恩格斯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论述了原始部落制度的衰落，产生了家庭和私有财产，这是私有

制的起源。中国封建社会的家庭往往几代同堂，是大家庭或家族，这是独立的农牧工结合的经济单元，同时是教育单
元 （即所谓耕读之家），而且也是道德与规则的治理单元，大家族与名家族都有 “家训”“家教”和 “家风”。“修身、
齐家”才能 “治国、平太下”，家庭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理念基本相同。家庭道德传承和家庭治理得到儒家学说的肯定，
所谓 “子不教，父之过”，这成为知识精英世代学习的经典。封建知识分子并没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但凭借个人
的 “修身”和对 “家训”“家教”和 “家风”的恪守，也能使一部分知识精英成为 “清官”和 “好官”。
辛亥革命后，封建王朝覆灭，国民公共教育兴起，家庭作为教育单元式微或消亡，但农村家庭作为独立的经济单

①

②

③

④

⑤⑥

据统计，我国城镇个体劳动者，新中国成立初期是９００万人，１９６６年仍有近２００万人，１９７８年底只剩下１５
万人。

其中，主要有大专院校、中技校毕业生和家居城市的复员转业军人１０５万人，按政策留城的知识青年３２０万人，

插队知识青年７００万人，城镇闲散劳动力２３０万人，反右派斗争和 “文化大革命”中处理错了需安置的８５万人，等等。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１３页。

同年１２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１１条做了如下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个体
劳动者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
和监督个体经济。

《江泽民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０５、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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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道德治理单元并没有消亡。这种状态延续到新中国建立。新中国前３０年的所有制改革，在改变生产资料所有权
的同时，也取消了家庭劳动和生产。在缺乏技术变革的条件下，企图用集体劳动的简单粗略分工来代替家庭内部精巧
细密的农牧工结合的劳动分工，甚至企图用 “吃食堂”来代替家庭消费，结果导致了效率下降，再加上分配的吃大锅
饭，使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难以体现。新中国后４０年的改革，继承了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历史遗产，但只是恢复了家庭劳
动和生产，恢复了家庭独立经济单元的功能，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使集体经济得到最佳的实现形式。
城市近代工业虽然部分瓦解了农牧工结合的家庭，但家庭作为独立的消费单元和消费剩余的储蓄单元在城市中也

仍然是完整的。在社会分工不发达，家庭生活社会化程度很低、社会保障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家庭是人们从衣、食、
住、行、医疗、教育、社会保障，育幼与养老送终，至少两代人整个人生过程中难以分离的微观母体。家庭经济对任
何人都十分重要，只有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普遍富裕、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社会保障水平极大提高、家庭生活社
会化程度极高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忽略家庭经济的重要性，也才具备消灭私有经济的最重要的经济条件。而在此之
前，家庭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必然的。新中国前３０年的城市国有工商企业，在劳动用工和工资制度上，
忽略对劳动者的物质激励，实际上是否认了家庭消费剩余与储蓄，也就否定了每个个人赖以依存的家庭经济；不允许
个体经济的存在，实际上是否认家庭财产的积累与扩大，实际上也是另一种意义的对家庭经济的否定。
显然，在不具备使家庭经济消亡的历史条件下，新中国前３０年单一公有制的制度安排，是不符合客观实际和人

民群众心愿的。而家庭生活和家庭经济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则是非公有制经济必然要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客观原因。新中国后４０年的农村改革，就是找到了一条公有制产权与家庭经济结合形成的 “双层经营”，家庭经济与
集体经济共同发展的道路。但是，私营经济与个体经济不同，私营企业必然带有剩余价值生产的特征，允许私营经济
发展是一个更大的突破和创新。
首先要回答的是经济合理性问题，也就是经济规律问题。个体经济的消费剩余转化为储蓄，再如何转化为投资性

的资本，有着内在的经济机理。在不允许私营企业存在的条件下，家庭消费剩余只能进入银行成为储蓄资金，但这种
资金不能成为投资的资本，否则就会产生 “以短贷长”的风险。在缺乏现代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居民没有
直接投资的渠道，直到今天，我们也仍然苦于缺少金融市场产品，从而难以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投资渠道。在这样的经
济条件下，让居民的储蓄资金通过市场直接成为小型工商企业的投资资本，是最现实、也最具有经济的合理性；同时
也是让大量 “草莽英雄”成长为工商管理人才的社会大学和舞台。这不仅避免了储蓄资金的闲置，也避免了大量人才
的浪费。因此，个体经济向私营经济发展具有客观、内在的规律性。
其次，从理论上说，私营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增加就业，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这符合社会主义经济

的本质，它所进行的剩余价值积累，既可以通过税收、劳动保护、工资水平规定以及社会保障等措施加以约束，也可
以通过扩大再生产等积极措施引导到与劳动群众利益相一致的方向上来，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它的存
在与发展不仅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而且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实际上，仅仅依靠个体经济的积累投资于私营企业，是难以实现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的。新中国后４０年非公

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大程度上是党认识经济资源配置方式转变、引入竞争机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力
发展规律后，主动调整所有制结构的结果。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有制结构改革势在必行。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
的任务。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到２０１０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适应 “两个根本性转变”和扩大对外开
放的要求，完成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形成较为合理的国有经济。
自此以后，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也就是人们所说的 “民进国退”。但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今天的非公

有制经济与新中国之前的资本主义私营经济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它与公有制经济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可以说它是
在公有制经济的母体上萌芽的。农村的个体经营需要承包集体资产，城镇工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中，资产折股、
职工持股、资本入股等形式，都包含了公有制资本母体的原始贡献。其次，民营企业中大量高级管理人员，其中包括
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来源于国有部门，这是一种无形的人力资本支持。再次，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在经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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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长和资产价格迅速上涨，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外部性中得到实现。因此，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非公有制经
济是与党的政策安排、改革的制度安排以及公有制经济在资产、人力资本的支持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完全是其自身资
本积累扩大的结果，它更多地与社会主义经济属性相联系，而较少与资本主义经济属性相联系。①

中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如何衡量，按照资产比重衡量，到２０１２年，所有三次产业的经营性总资产中，公有
制资产比重仍然达到５３％；而且，发展趋势将基本稳定。按照增加值和就业比重衡量，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分别达到

６７．６％和７５％。②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伟大创造。社会主义经济的
基本制度既坚持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实现了让非公有制经济发挥灵活机制的更大作用，体现了制度包容性和
促进生产力更大发展的制度优势。

五、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利益主体的协调

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既需要获得资本回报，也需要统治秩序的长治久安，因此知识精英既需要研究资源配置和
经济效率，也需要研究社会利益关系的平衡，于是效率与公平问题就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永恒主题。福利经济学应运而
生，成为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公共经济学涉猎的范围更宽广，它不仅涵盖最优税收、政府预算、政府间财政关系，
还包括公共企业、公共产品、公共选择、公共政策、公共规制等范畴，以及后来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与环境经济
学等，其实质都是讨论如何协调社会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西方福利主义的发展，使社会力量与资本进一步分离，产
生了批判资本社会不公平的非正统经济学，例如在风靡一时的 《２１世纪资本论》中，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Ｔｈｏｍａｓ　Ｐｉｋｅｔｔｙ）揭露了当代资本社会贫富悬殊的严峻状况，幻想有一个世界性的政府来制约资本的力量，成为西方
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向。
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核心是探讨国家治理，国家治理的关键是 “平天下”的 “平”，也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

因此，中国政治文化很早就有社会利益关系协调的命题。唐太宗李世民总结 “载舟覆舟”的教训，实行均田制，开创
贞观之治；北宋名相范仲淹号召知识精英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历代王朝的明君贤相都推崇 “轻徭薄赋”，以协
调王朝国家与农、工、商生产者的利益关系；主张抑制土地兼并以协调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利益关系。所以，中国
不缺乏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国家经济政策思想的历史遗产。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只讲怎么分蛋糕，而不注重怎么
做大蛋糕，所以无法由此产生现代经济学理论。
新中国领导人必然很快涉及如何对待社会利益关系问题。而新中国领导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处理问题的出发点

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即是从做大蛋糕的出发点来处理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从现象上
看，这似乎更接近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逻辑，但两者之间显然有本质区别。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４月和５月接连强调，社
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之奋斗，因此需要处理好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利
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团结力量，这是毛泽东提出要处理好各方面关系、处理好人
民内部矛盾的出发点，也是他写作 《论十大关系》的基本动机。③

十大关系的排序依次是：１．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２．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３．经济建设和国防
建设的关系，４．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５．中央和地方的关系，６．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７．党和非
党的关系，８．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９．是非关系，１０．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说： “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

①

②

③

亦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指出：公有制经济和
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裴长洪：《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估算与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毛泽东同志１９５６年４月和５月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做了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和
“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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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① 可见，他重点讨论
的是经济问题，这些经济问题的背后涉及的都是利益问题，为了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需要协调社会主义社会中不
同利益主体的关系。之后毛泽东最先提出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中分析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内部的矛盾；这三大群体之间的相互矛盾；工人阶级 （包括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民族资
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实质上都包含经济利益的矛盾。对于这些利益矛盾，毛泽东提出了统筹安排的解决
思路，要兼顾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的利益。“统筹兼顾”思想，是毛泽东提出的协调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利益主体关
系的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始终是把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作为协调社会主义社会利益关系中最基础性的一环，在新中国

建设中，毛泽东为此倾注了最多的心血。他解决 “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是实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最终建
立了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业集体经济体制。既考虑在更大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也为了防止贫富两极分化。
第二是大规模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在他主持下，根治黄河、根治海河的宏大民生工程成为华夏大地
的壮丽图景；他甚至提出了 “更立西江石壁”利用长江水利资源的烂漫理想。他树立的农业样板山西省大寨大队，依
靠农民长期艰辛劳动，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创造了 “海绵田”的奇迹。在缺乏机械动力、缺乏育种、化肥农药等先进技
术条件下，这种举国一致的劳动积累投入对于保障农业生产和粮食供给，无疑意义巨大。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做了 “绿化
祖国”的题词，１９５９年他发出 “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号召。② 电视剧 《右玉与她的县委书记们》生动展现了新中国成
立以来干部群众在农村植树造林的不懈努力。第三是促进农业技术变革。毛泽东把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的宝贵经验总结
为农业 “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提倡在科学种田中加以应用。他还认为农业的根本出路
在于机械化，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９日，在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中批示，“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
现农业机械化”。③ 第四是开辟农村工业化道路。他说农村工业化是农村伟大光明的前途。④ 在１９５９年第二次郑州会
议和１９７５年９月批准召开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讲话中，都肯定了社队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并把它说成是伟
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第五是兴办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和医疗。新中国３０年中国农村基本普及了小学
教育和医疗。毛泽东曾亲自过问农村血吸虫病的防治，并赋诗咏志。在毛泽东倡导下，城市医院，包括人民解放军的
医院都派遣了大量医护人员到乡村帮助建立合作医疗。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覆盖面从１９６８年占全国生产大队数
量的２０％提升到１９７６年的９０％，⑤ 全国８５％的农村人口享受到了合作医疗的保健服务，而且农村合作医疗保健作为
条文被写入１９７８年３月５日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解决农村医疗经费的世界性难题，世界银行和世界
卫生组织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称为 “发展中国家的唯一典范”。⑥

新中国后４０年，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党的一贯主张进一步得到贯彻落实，并且有新的重大认识飞跃和创新发展。
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更积极地、更科学地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新课题。改
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已经被打破，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社会
群体类别增多、不同的利益诉求增加；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增加，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展的不平衡和
不协调成为社会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关系的主要原因。邓小平最先提出的治理思路是 “两手都要硬”。他指的是物
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从而在经济建设之外提出了文化建设的任务。这是从建设发展的新视野把毛
泽东 “统筹兼顾”的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把存量的 “统筹兼顾”提高到增量的 “统筹兼顾”。针对改革开放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３７０页。

１９５６年３月１日在 《中共中央致五省 （自治区）青年造林大会的贺电》中传达的毛泽东发出的号召；１９５９
年３月２７日 《人民日报》登载的 《向大地园林化前进》节选。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２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８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６９页。

周寿棋：《探寻农民健康保障制度的发展轨迹》，《国际医药卫生导报》２００２年第６期。
《江苏农村怎样面对 “非典”》，《人民日报》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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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富裕程度的日益不平衡，他在 “南方谈话”中提出先富帮后富是一个大局问题，明确要求先富裕起来的沿海地
区，有责任支持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他对深圳市每年从财政资金中划出一部分支持贫困地区搞生产开发的做法表示
赞赏。此后他念念不忘牵挂此事，他与身边人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
问题。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
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这个问题要解决！①

增量的 “统筹”思想进一步延伸到政治建设。１９８６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
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② 这
是党的文件第一次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全局的高度全面部署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之后，党的十四大对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概括，把 “三个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范畴。

１９９９年夏，“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中央专门会议中提出，成为其后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倾斜支持的开始。

２００４年８月３日温家宝总理提出了 “振兴东北”的任务，２００５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工作安排中提出了 “中部崛
起”。这些部署都成为协调发展的先手棋。

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从２００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胡锦涛发表了大
量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论述，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拓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他指出，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三大理论认识的升华，１．“既是对党
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外一些执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借鉴”；③ ２．“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④ ３．“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⑤ 因此，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⑥ ２００４年党的
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 “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首次把生态和谐问题提到建设发展的全局高度。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中共第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申 “三
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求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施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发展，并提出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六大举措：１．发展现代农业，２．增加农民收入，３．改善农村面貌，４．培养新型农民，５．增
加农业和农村投入，６．深化农村改革。

２００７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把社会建设继续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把生
态文明建设纳入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经过一系列努力，我国收入差距偏大的状况得到明显缓解，２００９年国家统
计局关于基尼系数的数据是０．４９，到 “十二五”末期已经下降到０．４７３。针对依然偏高的基尼系数，２０１５年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要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规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缩小收入差距”，并且系统化地表述了发展新理念，在强调了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发展理念的意义之后，有针对性地强调了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求 “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进一步确立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指
导思想。习近平在十九大还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个战略的要义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振兴的内容是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振兴的路径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振兴的目标是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十九大之后，党中央又把打好脱贫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①

②

③④⑤⑥

参见 《邓小平年谱》，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６日邓小平与弟弟邓垦的谈话。
《十二大以来重要资料选编》（下），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１７３页。

《胡锦涛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８４、２８５、２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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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把补齐社会利益关系的最短板提到了空前高度和最紧迫任务。
从毛泽东提出的 “统筹兼顾”到 “五位一体”总体建设思路，从 “十大关系”到胡锦涛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和习

近平提出的 “协调、共享”新发展理念，以及前３０年和后４０年党在农业、农民、农村工作中连续一贯和持久不懈的
努力，脉络鲜明地体现了新中国前３０年后４０年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利益主体关系协调上的继承性和创新性，形成了
特色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观点和有机整体。

六、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建设

新中国前３０年和后４０年，系统思考过中国经济体系建设的是毛泽东和习近平，这构成了两代党的领导思想的继
承与创新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确定了 “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 “两步走”的战略，围绕这个目标和战略，毛泽东思考和

论述了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建设，虽然这些思考没有在某一处专门集中论述，但整个脉络十分完整和清晰。
第一是产业体系。毛泽东认为，对于中国来说，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实际是行不通的，因此要独立自主地建立

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才可能摆脱对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从而避免遭受政治控制。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把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作为规律，那么在中国工业化中怎么处理 “农轻重”关系呢？毛泽
东把中国的实践总结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并举，强调：“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
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① 因而在国民经济的计划安排上，要以农、轻、重为序。

１９５９年７月，毛泽东提出按 “农轻重”安排国民经济：“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
轻、重？”“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
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② 在１９６２年９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 “以农业为基础，工
业为主导”的思想，被确定为 “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第二是国民经济管理体系。怎样管理国民经济，是新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新课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结论和

苏联的范例中，毛泽东认为，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是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它既与资本
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相对立，又与社会主义生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地位的发展直接相联系。但是，他不认可可以脱离
自己的实践而一开始就充分认识这个规律。中国的计划管理，要有中国的特点，这是毛泽东等领导人早就有的认
识。③ 中共八大陈云提出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④ 这个思想主张显然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他高度评价价
值规律，说 “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
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⑤ 只要存在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价值规律就必然
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毛泽东因而认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和商品经济不仅相容，而且是同它的发展相联
系的；进一步延伸看，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同利用价值规律不仅不矛盾，而且还应把价值规律作为 “计划工作的
工具”。
第三是处理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人口大国，又是 “一个经济小国”，因

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２４１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７８、３４页。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认识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既有直接的计划调节，也有间接的计划调节；既有计划调节，

也有市场调节，等等。

这个思想为大会所采纳，写入了决议。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
体经营……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
（参见 《陈云文选》，第３卷，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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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正确处理 “两种生产的关系”，重要而有特别意义。① 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就曾论述提倡节育、有计划生育的重要
性。他说：“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② 这使计划生育
和人口增长的管理成为新中国的基本国策。
第四是处理好收入分配问题。毛泽东主张，在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要统筹兼

顾。他要求在城市和农村都要逐步增加群众收入并改善群众生活水平。③ 毛泽东最早关注到公共服务在人民群众生活
中的重要性。在 《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头，毛泽东还这样讲道：“这本书在谈到物质利益的时候，
不少地方只讲个人的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
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④ 毛泽东指出，一个时期我们建设中的问题是光注意 “骨头”，不大注意 “肉”；
“中国人基本上是吃素的，肉类也吃一点，但吃得不多。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⑤ 因此，他提出注意提高
社会消费水平，⑥ 发展社会集体福利事业。概括而言，毛泽东认为，必须在进行生产建设的同时注意搞好市政建设及
其相关的服务性设施的建设。
第五是城乡、区域的生产力空间布局。毛泽东最早提出了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同时并举的思想。毛泽东主张中

国的工业化要 “大中小并举”和 “两条腿走路”。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既兴办大型骨干企业，
也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⑦ 在生产力区域布局上，他最早提出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提出必须处理好沿
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
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⑧ 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利于对全国资源的全面开发和有效
利用；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别过大，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和实现共同富裕；工业过分集中于沿海地区，也不利
于战备。
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开发，最早也是始于毛泽东三线建设的思想。１９６４年５月，在研究 “三五”计划时，他认为，

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
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所谓三线，就是现在所说的中国西部地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得到中共中央其他
领导人的赞同。从１９６４年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我国的三线建设全面展开，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第六是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在毛泽东的 “统筹兼顾”方针中：“中国必须

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⑨ 他在 《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
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⑩

对此，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就是把军政费用降
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这是加强国防最可靠的办法，因为 “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⑨

如毛泽东提出，有必要实行计划生育，逐步克服人类在自身生产方面的盲目性。他的这种意见反复讲过多次。

⑧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１５３、２５页。

毛泽东强调：必须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的个人收入逐年有所增加，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这一
点，不仅对城市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同样是必要的。

⑩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７５、

２９６页。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第２１５页。

包括改善和提高居民享受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居住、交通等方面的条件和水平，等等。

而且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这样在全国出现了许多社队工业，毛泽东继而提出了农村也要根据
需要和可能，按照计划安排，广泛地发展半机械化到机械化的社办工业。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第９５－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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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① 事实上，新中国前３０年的国防建设始终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稳步推进。②

第七，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联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我们必须坚持 “自力更
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毛泽东反复阐明并一贯坚持的方针。③ 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他一直主张建立一
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包括农业和粮食生产的主动权。首先是工农业生产。正是这个主
张，中国石油工人打出了 “争气油”并从无到有建立起了从石油勘探、开采到冶炼的石油化工全产业链，涌现了大庆
油田这样的中国工业榜样。正是这个主张，新中国始终把粮食这一重要战略物资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新中国刚成立
时，帝国主义预言家曾说，中国人养活不了自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西方国家也曾担心中国将可能利用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权利在世界上购买大量粮食，从而引起粮价上涨和供给恐慌。现在看这些预言和担心多么可笑。
为了避免经济和政治上的被动，中国作为大国不仅不能主要通过进口粮食解决问题，而且也不一味依靠外国资本来发
展本国粮食生产这一方针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成为国家战略。
其次是依靠国内市场。毛泽东说，“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

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④ 但不能把国外市场作为主要依靠。毛
泽东多次讲过：“对外贸易只能起辅助作用，主要靠国内市场。”⑤

再次，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包括三种含义：１．独立地确定经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２．不容许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

３．不接受苏联指挥棒的指挥。
毛泽东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时候，也强调采取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 “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

换。”⑥ 早在１９５６年初，毛泽东就提出了 “向外国学习”，不闭关锁国搞建设，不关起门来进行经济发展，与其他一
切国家发生经济上的往来，加强联系，这就是毛泽东眼里的 “对外开放”。⑦ 但是，他主张必须有 “分析有批判地学，
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⑧对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毛泽东认为它有两重性：一方面，客观反映社
会化大生产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为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服务。所以提出，要学它的 “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
的方面”，同时决不能全盘地照搬。⑨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中国人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要尽国
际主义义务。由此可见，对外开放思想在新中国前３０年就已经成为党的领导人的经济发展理念。瑏瑠

诚然，毛泽东对新中国经济体系建设的思路在今天有许多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资源配置方式
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明显不适应了。但其中的若干重大原则仍然是今天必须坚持的，例如 “统筹兼
顾”、以自力更生为基础、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等等，都不过时。尤其是，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思考的逻辑思路和
理论范式是独创的，是当时苏联和今天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都没有涉及和探讨过的，而且，他独创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瑏瑠

⑧⑨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２７、４１、４３页。

这使得人民军队的技术装备不断得到改善，尖端武器的研制也取得巨大的成就。简要回顾历程：１９６４年１０
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１９６６年６月，首次全当量氢弹试爆成功；１９７０年１月，第一枚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

同年４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１９７５年１１月，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成功发射、准确入轨并安全返回预定地面。

早在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１９４５年１月间所写）一文中，他就讲过：“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
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参见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

１０１６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第３４０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７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６４１页。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第７１页。

毛泽东一贯主张开展对外贸易，有条件地利用外国资金，而且还明确地说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分
析地借鉴外国发展经济的经验。

为了表示向外国学习，毛泽东还说过：很希望到世界各国去走走。他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表示，希望去缅甸等
国看一看；“还想到日本去看一看”，“甚至还想去美国看一看”，可惜 “现在却没有希望实现”。（参见 《毛泽东文集》，

第６卷，第４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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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新中国后４０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所继承并得以发展。
新中国后４０年，对中国现代经济体系建设做过系统思考和论述的是习近平。这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

于建设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战略上。之后，习近平具体论述了这个现代化经济体系：首先这是一个 “有机整体”，
既具有各个经济环节的内在联系，还具有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其次，它包括六个体系：１．产业体系，
突出 “创新引领、协同发展”，它有别于以往依靠土地、劳动力、资本驱动的生产，而是依靠科技创新、企业组织和
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整个供应链协同发展的生产体系。２．市场体系，强调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它是建立
在统一的全国市场基础上，对内对外开放，既有充分竞争，又有必要规制的运行体系。３．收入分配体系，要求 “体
现效率、促进公平”，它以按劳分配为基础，同时体现要素报酬，充分体现多劳多得，提高效率；同时在初级分配和
再分配中兼顾公平性，协调社会利益关系。４．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特征是 “彰显优势、协调联动”，它以突出各自优
势为发展前提，同时实行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完善城市支持乡村、发达地区支持欠发达地区的体制机制。

５．绿色发展体系，体现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它是以资源有效利用、循环利用为抓手，保护生态和环境，促进自
然资本增加价值。６．开放体系，重点是 “多元平衡、安全高效”，它是一个贸易平衡、吸引外资与企业对外投资平
衡、国际收支平衡、在国际规则中权利与义务平衡、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开放平衡，义利兼顾、互利共赢的，既有利
于要素的内外流动、资源最优配置，又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对外关系。再次是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同时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了建设这个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突出抓好五项工
作，即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深化经
济体制改革这五个方面。①

与毛泽东相比，习近平对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思考和论述当然是与时俱进的，更具有时代的实践意义，但是他
的逻辑思路和理论范式与毛泽东一脉相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色亮丽鲜明。

七、社会主义的对外经济联系

把新中国前３０年完全说成是闭关锁国，认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完全封闭的，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毛泽东在新中国
成立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说过：“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
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② 《共同纲领》（１９４９年９月全国
政协一次会议制定）则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
系。同年１２月，毛泽东还提出从统筹全局出发，“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③ 后来的情况众所
周知，除了利用过苏联的贷款，此后很长时期中国没有引进过外国资金和技术，原因邓小平解释得很清楚：“毛泽东
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
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④

周恩来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⑤ 他强调，我国要建立起一
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不但要加强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全面协作和互相支援；也要努力发展同那些社会制度不同

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性，推动我国经济发
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２月１日。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４３５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第３５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２７页。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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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特别是亚非和拉美各国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文化和技术的交流。①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美国总统尼克松于１９７２年访华，一时间英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意大利、新西兰、德
国等４０余国，纷纷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举打破了西方长期的经济技术封锁，开启了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

从１９７３年开始的３～５年，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了５１亿美元的成套设备，与国产设备相配套后兴建了２６个大型工业
项目，总投资约２００亿元人民币。至１９８２年全部投产，成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中国后４０年，邓小平率先系统论述了对外开放的思想，他把 “对外开放”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
基本国策。邓小平认为：积极引进和吸收别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是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途径；

合理引进和利用外资，是补充我国建设资金不足，加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辅助力量；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扩大对外贸
易，是有计划地协调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一种辅助手段；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利用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取得更大经
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实行对外开放，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对国内国外的两种资源予以充分利用，学会 “两套本
领”（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还有助于增强自力更生能力，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这既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上的内在要求，也是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意义的根本所在。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特别是利用和引进外资的主张，与新中国前３０年也存在密切的联系。毛泽东在中共七
大指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
在服从中国政府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② 中共中央 “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
示”（１９４６年５月）写道：“我应采取直接与美国及英法等国政府及其个别商人进行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两利的原则
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建立工
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在订立这种契约时，只要避免不致因此而受垄断、受控制及受外
间政治上的攻击”，“而又对我有利，即应放手订立，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工
矿。”③ 这表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利用外资的问题上，思想是很开放的，当时甚至已经提出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办
独资企业或与中国人办合资企业这类问题了。同时，对于如何利用外资的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保持了清醒的认
识，提出了应当遵循的正确原则：如上述的 “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要 “在服从中
国政府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引进外国投资；以及要 “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要避免
“因此受垄断、受控制”；④ 等等。可见，邓小平利用外资和对外开放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不仅是新形势下与时
俱进的创新，也是我党以往经济工作实践和以往党的政策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八、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１９５４年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郑重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就是社会主
义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核心内容。新中国成立７０年，党在许多建设实践和理论认识问题上都有程度不同的变化，而这
是唯一没有变化的基本内容，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科学规律。为什么是规律？外国也
搞经济建设和现代化，但是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为什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呢？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新中国前３０年，在公有制经济成为唯一的经济形式条件下，全社会的政治生态高度组织化，党政军民学、东西

①

②

③

④

如上指出，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中国要承担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
外开放思想的特色之一。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９３页。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２３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４４页。
《毛泽东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９３－３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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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中，党领导一切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１９５５年毛泽东在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提出，“政治
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① 强调的是在经济工作中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好中国农村的社会主
义改造。毛泽东还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
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
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
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
去。”②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技术工作也是有方向性的，不存在脱离方向的、纯粹的经济和技术工作，

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必须通过先进思想引领和组织引领，才能巩固和发展，而党的领导就是这种思想引领
和组织引领，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新认识。因此，在科学、技术、

学校、医院等这些专业技术明显的单位都普遍设立党组织，都实行党委领导。这就是党领导一切的理论依据。
邓小平的思想和毛泽东是相通的。１９８６年８月，邓小平在视察天津的谈话中提出：“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

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外国人就是不理解后面这一条。”③ 为什么改革也要讲政治？

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改制易帜；现代科学技术也是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力服务的，所以都要讲政治。邓小平还说，他提出经济开放政策，也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如何讲政治，邓小平反对
讲空头政治，他说，经济建设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
大利益。所以他主张讲的政治，必须有实实在在的内容。这就辩证地把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讲活、讲透了。

江泽民丰富和发展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政治与经济、与其他工作的关系，系统论述了讲政治的内
涵和重大意义。他认为，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没有离开
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经济建设是搞不好的。总结了讲政治的六大意义：

１．只有讲政治，才能保证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各项政策，把国家的法律、法规，贯彻到经济建
设和各项工作中去，防止和排除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的干扰，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２．只有讲政治，才能动员、

鼓舞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党和国家确定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而共同努力奋斗。３．只有讲政治，

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有力地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和各种形式的犯罪活动，为经
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４．只有讲政治，才能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并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５．只有讲政治，才能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
素质，增强总揽和驾驭全局的能力，从而提高领导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水平。６．只有讲政治，才能坚持党的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证党的坚强团结、党同人民的坚强团结，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总之，坚持讲
政治，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必然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④

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多次强调：“学习是基础，政治是大局，正气是保证。”⑤ 他指出，全党同志 （特别是各
级领导干部）要 “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习近平更是把讲政治提高到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认为：
“讲政治”是 “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之根本保证，是 “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
菌政治免疫力”之根本途径。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伟大事业、伟大斗争呈现新的特点。我们党又肩负着领
导近１４亿人民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建设，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需要在讲政治中体现新时代的

①

②

③

④

⑤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８４３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３５１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６６页。

参见江泽民：《关于讲政治》，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９页。
《胡锦涛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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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因此，２０１６年１月中央提出全党要增强 “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继之习近
平提出了 “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目标是保证 “两个一百年”
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提出了 “两个维护”。①

“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以及 “两个维护”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的政治与经济、政治与各方面的关系
做出了更全面的科学而精准概括，不仅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
且它对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实现党对于不同所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思想引领、组织引领的新探索
提出了新要求、新目标和新思路。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７０Ｙｅａｒ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ｉ　Ｃ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１，Ｘｕ　Ｇｕａｎｇｗｅｉ　２

（１．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３６；

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ｕｄｉ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１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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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前进》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